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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考论及其意义

韩 星

摘 要：朱熹知南康军修复白鹿洞书院，自任洞主，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提出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

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等一系列书院教育的教规，作为实际生活与思想教育的准绳，为学生指明了书院

教育的基本内容，教学生如何为学穷理、修身养性、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用以规范和约束书院师生的言行举

止，劝善规过，修身养性，提升品格。此教规是儒家书院精神的象征，是中国书院发展史上一个纲领性的教规，

也成为天下书院共同遵守的准则，在当时和以后的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还传到日本、韩国及东南亚一

带，甚至西方，誉享海外。通过考诸儒家经典及注疏，探索此教规的来源及深意，可为今日书院提供教育思想

资源，以传承中国古代书院精神，重建现代儒家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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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熙六年（1179 年），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

熹知南康军，率百官造访白鹿洞书院，当时书院残

垣断墙，杂草丛生。朱熹非常惋惜，责令官员，修

复白鹿洞书院，并自任洞主，制定教规，延聘教师，

招收生志，划拨田产，苦心经营，开展了多种形式

的教学活动，包括“升堂讲说”“互相切磋”“质疑问

难”“展礼”等，而以学徒认真读书，自行理会为主

要形式。朱熹每有闲暇常与生徒优游于山石林泉

之间，寓讲说、启迪、点化于其中。白鹿洞书院因

朱熹而享盛名，王昶在《天下书院总志》序中称白

鹿洞书院为“天下书院之首”。《白鹿洞书院揭示》

又称《白鹿洞书院教规》，是朱熹专门为白鹿洞书

院制订的教规。本文就此教规考诸儒家经典及

注疏，探索其来源及深意，以深入理解其内容、价

值和意义，为今日书院提供教育思想资源。

一、五教之目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

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尧舜使

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

“五教”即五常之教，原本指父义、母慈、兄友、弟

恭、子孝五种伦理道德的教育，见于《尚书·舜

典》：“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

敷五教，在宽。”孔颖达疏：“帝又呼契曰：往者天

下百姓不相亲睦，家内尊卑五品不能和顺，汝作

司徒之官，谨敬布其五常之教，务在于宽。……品

谓品秩，一家之内尊卑之差，即父母兄弟子是

也，教之义慈友恭孝，此事可常行，乃为五常

耳。”可见，最初的“五教”主要是针对五伦之家

庭伦理提出的，后来才发展为父子、君臣、夫妇、

长幼、朋友五伦之教，即《孟子·滕文公上》所说

的：“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

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

有信。”郑玄注：“司徒主人，教以人事。父父子

子，君君臣臣，夫夫妇妇，兄兄弟弟，朋友贵信，

是为契之所教也。”所以蔡沈《书经集传》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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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

级也。司徒，掌教之官。敷，布也。五教：父子

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

信。以五者当然之理，而为教令也。敬，敬其事

也。圣贤之于事，虽无所不敬，而此又事之大

者，故特以敬言之，宽，裕以待之也。盖五者之

理，出于人心之本然，非有强而后能者。自其拘

于气质之偏，溺于物欲之蔽，始有昧于其理，而

不相亲爱，不相逊顺者。于是，因禹之让，又申

命契，仍为司徒，使之敬以敷教，而又宽裕以待

之，使之优柔、浸渍，以渐而入，则其天性之真，

自然呈露，不能自已，而无无耻之患矣。”尧舜看

到人们互相之间缺乏关爱，不能和睦相处，五伦

关系紊乱，不能和顺融洽，于是就使契为司徒之

官，主管教化，教人们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

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常之教。还特别嘱

咐教化要注意方式方法和情感态度，要恭敬、宽

裕，把道理讲明讲透，深入人心，变化气质，不能

草率、强迫，而应宽和温厚，循序渐进，激发起道

德自觉意识，自我检点而归于正道。契是商族

始祖，相传其母为有娀氏之女简狄，食玄鸟蛋受

孕而生。《诗经·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

殷土芒芒。”上天命神燕，下凡生商王，殷商土地

多宽广。《诗经·商颂·长发》篇，开头两节就是写

契的出生和立国情况。《列女传》曰：“契母简狄

者，有娀氏之长也，当尧之时，与其娣浴于玄丘

之水。有玄鸟衔卵过坠之，五色甚好，简狄与其

妹娣竞往取之，简狄得而含之，误而吞之，遂生

契焉。简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乐于施

惠，及契长而教之理，顺以序。契之性聪明而

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尧使为司徒，封于亳。

及尧崩，舜即位，乃敕之曰：‘契，百姓不亲，五品

不逊，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宽，其后世世居

亳。’至汤兴为天子，君子谓简狄仁而有礼。《诗》

曰：‘有娀方将，立子生商。’又曰：‘天命玄鸟，降

而生商。’此之谓也。”尧舜先后任命契为司徒，

推行五伦之教：父子之间有亲情，君臣之间有道

义，夫妻之间内外有别，兄弟之间有长幼之序，

朋友之间有诚信，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

天下古今通行不变的常道。

另外，《尚书》“五典”也被称为“五常之

教”。《尚书·舜典》：“慎徽五典，五典克从。”《伪

孔传》：“五典，五常之教。父义、母慈、兄友、弟

恭、子孝。”蔡沈《书经集传》：“五典，五常也。父

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

信是也。”孔安国与蔡沈理解略有不同，但不是

矛盾，恰是互补。五常之教是强调要处理好五

伦关系，侧重五伦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的道德要求，与《尚书·舜典》的“五教”一致，当

是《尚书》的本意，也是早期的通说。如《左传·
文公十八年》亦云：“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

父义，母慈，兄友，弟共（恭），子孝，内平外成。”

蔡沈直接引用孟子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

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侧重五伦共同的道德

要求。类似还注重于五伦十方的各自要求，如

《礼记·礼运》“十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

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

义。”“十义”其实就是五伦每一方应遵循的十个

伦理道德原则。《三字经》又有另外一种“十义”

的说法：“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

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此十义，人所同。”

这些说法大同小异，都是对五常之道、五伦之教

的展开和细化。

《中庸》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五达道”。《中庸章句·第

二十章》：“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

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

者，天下之达道也。”郑玄注：“达者常行，百王所

不变也。”郑玄是就政治层面而言，认为达道就

是古今圣王圣圣相传，常行不变之道。孔颖达

疏曰：“‘五者，天下之达道也’，五者，谓君臣、父

子、夫妇、昆弟、朋夫之交，皆是人间常行道理，

事得开通，故云‘达道也’。”孔颖达从更广泛的

意义上讲，把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夫五伦

之道看成是人世间常行的道理，五伦顺畅，诸事

顺遂，人生通达。朱熹《中庸章句集注》：“达道

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书》所谓五典，孟

子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

序、朋友有信’是也。”“五达道”就是君臣、父子、

夫妇、兄弟、朋友交往的人伦之道。君臣、父子、

夫妇、兄弟、朋友人类社会当中五种基本关系，

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天，这五种基本关系就起

着作用，按照以上准则处理好了这五种基本关

系，一个人在社会上就可以通达无碍，社会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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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秩序井然。

这五个方面在中国古代还被称为“伦常”，

人伦之常道，即人与人相处的常道，是规范君

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人伦关系的不可

改变的常道。儒家认为，“伦常”若乱，人将堕落

为禽兽，人类社会将成为动物世界，国将不国，

天下就会大乱。所以朱熹非常重视“伦常”，把

五教看成是书院教育的基本内容，“学者学此而

已”，到书院学习就是学这些。

二、为学之序

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之序，

亦有五焉，其别如左：博学之，审问之，慎思

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学、问、

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

明白了学习的内容，下来就是怎么学？朱熹认

为为学要有先后、轻重次序，循序渐进，不能躐

等。《中庸章句·第二十章》云：“博学之，审问之，

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

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

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

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

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刚。”郑玄

注：“此劝人学诚其身也。”朱熹《中庸集注》：“此

诚之之目也。学、问、思、辨，所以择善而为知，

学而知也。笃行，所以固执而为仁，利而行也。”

从文本原意讲，“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

是教人学会诚身的具体内容，朱熹把五者分为

知和行两个阶段：学、问、思、辨是择善为知，学

而知；笃行是固执为仁，利而行。

“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作为儒家

的为学之道，是五个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为

学阶段。“博学”为第一阶段，朱熹解释说：“博

学，谓天地万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当

学。然亦各有次序，当以其大而急者为先，不

可杂而无统也。”［1］第四册，1564 是指兴趣广泛，视野

开阔，广博地学习，广泛地涉猎，有丰厚的积

累。但人的生命有限，而知识的大海无边，如

《庄子·养生主》所说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

涯”，所以朱熹还强调大者、急者为先，不可驳杂

不系统。其实，“博”还意味着博大胸怀和宽容

的态度，真正做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兼收并

蓄，博采众长。因此博学乃能成为为学的第一

阶段。没有这一阶段，为学就是无根之木、无源

之水。“审问”为第二阶段，有所不明就要审慎地

探询、深入地追问，具有怀疑精神，培养理性。

“审问”过以后还要通过自己的大脑谨慎地思

考、周密地思索，仔细考察、比较、分析，探求真

谛，把握规律，这样才能遴选消化，否则所学不

能为自己所用，是为“慎思”，朱熹认为：“思之不

慎，便有枉用工夫处。……思之粗浅不及，固是

不慎；到思之过时，亦是不慎。所以他圣人不说

深思，不说别样思，却说箇‘慎思’。”［1］第四册，1564-1565

“明辨”为第四阶段。为学是需要明晰地分辨、

明确地判别，识别是非，分清黑白，判定真伪，不

然，所学就可能会鱼龙混杂，真伪并存，良莠不

分。“笃行”是为学的最后阶段。“笃”有忠贞不

渝，踏踏实实，一心一意，坚持不懈之意。既然

学有所得，就要学以致用，笃实地践行，使所学

最终有所落实。只有目标明确、意志坚定的人，

才能真正做到“笃行”。以上五个阶段，也可以

分为两个部分，前四个阶段合起来可以叫作“学

问思辨”，最后一个阶段可以叫作“躬行实践”。

这两部分加到一起，就是知行合一。

《论语·子张篇》载：“子夏曰：‘博学而笃志，

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朱熹《论语集注》：

“四者皆学问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为仁

也。然从事于此，则心不外驰，而所存自熟，故

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

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学者要思得之。了

此，便是彻上彻下之道。’又曰：‘学不博则不能

守约，志不笃则不能力行。切问近思在己者，则

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类而推。’苏氏

曰：‘博学而志不笃，则大而无成；泛问远思，则

劳而无功。’”朱熹认为博学、笃志、切问、近思就

是《中庸》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之事，虽然子夏

没有提到力行，但只要在这四个方面努力，修心

养性，也就是在践行仁道，如颜回“三月不违仁”

即是。他引程子、苏轼进一步发挥这四个方面。

《礼记·儒行》篇说儒者“博学而不穷，笃行

而不倦”。这里只提到“博学”和“笃行”，其实由

“博学”到“笃行”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包含了

审问、慎思、明辨在内，这样，由博学到笃行就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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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一种内在的逻辑环节。朱熹《论语集注》又

引程子云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者废

其一，非学也”。这五个方面或五个环节缺失了

一个就不能称为“学问”。因此，在学习过程中，

要有“弗措”的精神，这五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

都不能轻易放弃，而且要花大力气，下大功夫，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最终由

愚而明，由柔而强。“弗措”的精神，也就是《荀

子·劝学》里的名言“锲而舍之，朽木不折；楔而

不舍，金石可镂”的精神；“人一能之，己百之；人

十能之，己千之”的态度，也就是成语所说的“笨

鸟先飞”“勤能补拙”的态度。朱熹又从理学的

角度强调为学的终极目的是穷理，即通过格物

致知，穷究万事万物之理，乃至最后上达天理。

三、修身之要

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

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言忠信，行笃

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右修身之要。

为学之要落实在“笃行”，就是以修身为本，并具

体落实在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等方面。为此，朱

熹提出了“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

过”的修身之要，即言语忠诚老实，行为敦厚严

肃。压抑自己的欲望和怒气，改正自己的错误

而向善。其中“言忠信，行笃敬”出自《论语·卫

灵公》：“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

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

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

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孔颖达疏曰：“孔

子答言，必当言尽忠诚，不欺于物，行唯敦厚而

常谨敬，则虽蛮貊远国，其道行矣。反此，虽州

里近处，而行乎哉？言不可行也。……言常思

念忠信笃敬，立则想见，参然在目前。”朱熹《论

语集注》：“言其于忠信笃敬念念不忘，随其所

在，常若有见，虽欲顷刻离之而不可得。然后一

言一行，自然不离于忠信笃敬，而蛮貊可行也。”

朱熹又引程子曰：“学要鞭辟近里，著己而已。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言忠信，行笃敬；立则

见其参于前，在舆则见其倚于衡；只此是学。质

美者明得尽，查滓便浑化，却与天地同体。其次

惟庄敬以持养之，及其至则一也。”子张问如何

才能使自己到处都能行得通。孔子指出，说话

要忠信，行事要笃敬，即使到了蛮貊地区，也可

以行得通。说话不忠信，行事不笃敬，就是在本

乡本土，能行得通吗？站着，就仿佛看到忠信笃

敬这几个字显现在面前，坐车，就好像看到这几

个字刻在车辕前的横木上，这样才能使自己到

处行得通。孔子从言行两方面教育子张，希望他

把忠信笃敬铭记在心，时时处处践行，就可以受

益终生。

“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出自《周易》。《周

易·损卦·象传》：“君子以惩忿窒欲。”孔颖达疏

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者，泽在山

下，泽卑山高，似泽之自损以崇山之象也。君

子以法此损道，以惩止忿怒，窒塞情欲。夫人

之情也，感物而动，境有顺逆，故情有忿欲。惩

者，息其既往；窒者，闭其将来。”《损》上卦为艮

（山），下卦为兑（泽），山高泽深，泽自损其高以

显山之巍峨。君子体会损道，所以要惩止忿

怒，窒塞情欲。人的情绪，受外界物欲牵引而

动，再加上人生的波折、刺激，情绪中必然有忿

怒和情欲，而这两者最难控制，最易酿成暴力

和色情犯罪，所以要惩止过往之忿怒，窒塞将

来之情欲。朱熹《周易本义》说：“山下有泽，

损，君子以惩忿窒欲。君子修身，所当损者，莫

切于此。”遏制忿怒，堵塞欲望是修身的关键所

在，正是用“损”而得“益”。李光《读易详说》卷

七解曰：“山下有泽，所以为损者，损下以益上

也。君子体此象以修德，则在我者必有所损，

乃能有益。忿欲，害德之大者也。人生不能无

忿，惩之则忿气不作；人生不能无欲，窒之则欲

心不萌。颜子不迁怒，不贰过，皆损己之道

也。一曰克己复礼，而天下归仁，则损己者，乃

益己之大者也。”损卦的山下有泽是损下以益

上，君子以此卦象修身，就要明白人生必然所

损才能有所益。忿怒和欲望是最危害德行的，

尽管人不可能没有忿怒和欲望，但遏制和堵塞

才是修养的关键。颜回能够做到不迁怒，不贰

过，就是一种损己之道，才使得他能够克己复

礼，天下归仁，成为孔门弟子中修养最高的。

因此，损己才是最大的益己。

《周易·益卦·象传》：“君子以见善则迁，有

过则改。”王弼注：“迁善改过，益莫大焉。”孔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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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疏曰：“迁谓迁徙慕尚，改谓改更惩止。迁善

改过，益莫大焉，故君子求益。”见善而心生羡

慕而迁移，有过制止改正，这益处太大了，所以

君子求之。李光《读易详说》卷七解曰：“君子

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皆损已之道也。损己者，

所以益物，亦所以自益也。颜子得一善，则拳

拳服膺而弗失之矣。然则见善则迁，颜子足以

当之。周公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见之，

及其更也，人皆仰之。然则有过则改，周公足

以当之。是皆损己以自益之道也。”李光认为

见善则迁，有过则改都是损己之道，如前所述，

损己益物，其实也是自益。他又举颜回和周

公，颜回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守善不失，是见善

则迁的典范；周公有过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

仰之，是有过则改的典范。他们都是懂得损己

自益之道的圣贤。

后来周敦颐在《近思录》卷五的《太极图

说》中言：“君子乾乾，不息于诚，然必惩忿窒欲，

迁善改过而后至。乾之用其善是，损益之大莫

是过，圣人之旨深哉！”君子终日乾乾，自强不

息，以求达到诚的境界，然而必须戒除愤怒，堵

塞欲念，改正过错，走上为善之途而后才能达到

诚的境界。乾道的功用善处在此，损卦益卦的

大道理也无过于此，圣人的思想深邃呀！有学

生问：“此章前面‘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皆是自

修底事。后面忽说动者何故？”朱熹回答说：“所

谓‘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皆是动上有这般过

失；须于方动之时审之，方无凶悔吝，所以再说

个‘动’。”［1］第 六 册 ，2412 人不免有喜怒哀乐各种情

绪，即使正当的情绪，其发出来也应该有所节

制；如果是比较激烈的情绪、欲望，就应该加以

抑制，“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虽然是自我修养之

事，但儒家不是在深山老林的静坐孤修，而是在

人事活动中的事上磨炼，要做到这八个字，就要

在情绪方动之时加以审查分辨，这样言行举止

才会合乎道德礼法，才不会出现凶险悔吝。

四、处事之要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处事指处理事务。即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匡扶

正义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都是为了彰明大

道而不是为了一己的功名。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

为仁》中提出：“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

理不急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则云：“夫仁者，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朱熹制白

鹿洞学规引后一条。程朱对董仲舒这一条表示

赞同，并结合现实进行发挥。程子曰：“董子有

言：‘仁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度越诸子远矣。”［2］1238 朱熹针对宋代的社会现

实，指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

功’。《春秋》大法正是如此。今人却不正其义而

谋其利，不明其道而计其功。”［1］第六册，2174 在于学

生的讨论中，他以理学的思维，从处事的角度深

化对“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认

识，《朱子语类》载：

问：“‘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

功’，道、义如何分别？”曰：“道、义是个体、

用。道是大纲说；义是就一事上说。义是道

中之细分别，功是就道中做得功效出来。”

问：“‘正其义’者，凡处此一事，但当处

置使合宜，而不可有谋利占便宜之心；‘明

其道’，则处此事便合义，是乃所以为明其

道，而不可有计后日功效之心。‘正义不谋

利’，在处事之先；‘明道不计功’，在处事

之 后 。 如 此 看 ，可 否 ？”曰 ：“ 恁 地 说 ，也

得。他本是合掌说，看来也须微有先后之

序。”子蒙录云：“或问：‘正义在先，明道在

后 。’曰 ：‘ 未 有 先 后 。 此 只 是 合 掌底意

思。’”［1］第六册，2451

朱熹以体、用分别道、义，道指大纲，义就一事

论，但是道中之细；功是合道的功效。显然，是

以道统摄义、功、利。义者宜也，处事合宜便是

正其义，便不能有谋利占便宜之心；处事合宜还

是为了明其道，便不能有计后日功效之心。心

中有道，做事有道，处事合宜，不谋其利，不计其

功。这种不谋其利，不计其功的说法是否太理

想化？作为教育规范，笔者没觉得太理想化，是

应该有高要求的。当然，对一般大众而言确实

陈义过高，所以后来功利学派就进行了批评。

如叶适就说：“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

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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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董仲舒

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

（《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三）

五、接物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

诸己。右接物之要。

接物指交往、交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自

《论语·颜渊》：“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

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

无怨，在家无怨。’”“恕”的基本思想就是要求人

们通过将心比心的方式来践行“仁道”。又见

《卫灵公》：“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

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所谓“恕”，就是宽以

待人，谅解他人的过错，自己不愿意的也不强加

于人。《孔子家语·颜回篇》：“回曰：‘一言而有益

于仁，莫如恕。’”《孟子·尽心上》云：“强恕而行，

求仁莫近焉。’”朱熹注云：“强，勉强也。恕，推

己以及人也。”是说只要努力地按照恕之道去

做，凡事推己及人，就离仁道不远了。意思相近

的还有《论语·公冶长》云：“子贡曰：‘我不欲人

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

尔所及也。’”朱熹《论语集注》引程子曰：“‘我不

欲人之加诸我，吾亦欲无加诸人’，仁也。‘施诸

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恕也。恕则子贡或能

勉之，仁则非所及矣。”这也是强调仁比恕是更

难以达到的一种境界。孔汉思等学者从世界各

大宗教和文化的道德准则中，提出了全人类都

应当遵循的人道之两个基本原则：每一个人都

应受到符合人性的对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于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成为所谓全球伦

理的“金规则”，也是体现在各宗教和“非宗教传

统”中的共同原则［3］168，应用在处理世界不同文

明的关系中，可以促进多元文明和平共处，走和

平发展之道。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出自《孟子·离娄

上》：“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

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

而天下归之。”朱熹《孟子集注》：“我爱人而人不

亲我，则反求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不得，谓

不得其所欲，如不亲、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诸

己，谓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则其自

治益详，而身无不正矣。天下归之，极言其效

也。”孟子的意思是：爱别人却得不到别人的亲

近，那就应反问自己的仁爱是否不够；管理别人

却不能够管理好，那就应反问自己的管理才智

是否有问题；礼貌待人却得不到别人相应的礼

貌，那就应反问自己的礼貌是否到家。凡是行为

得不到预期的效果，都应该反过来检查自己，自

身行为端正了，天下的人自然就会归服。“行有不

得，反求诸己”意谓凡是行为得不到预期的效果，

都应该反过来检查自己。类似的如《孟子·公孙

丑上》亦云：“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

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为人处世，凡

事多作自我批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就是孔子

所说的“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
卫灵公》），这样就能与人处好关系。这八个字的

重点是“反求诸己”，当源于孔子，《论语·卫灵公》

载：“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是否反

求诸己是君子小人的分水岭。因此，“君子之遇

艰阻，必反求诸己，而益自修”（《二程全书·伊川

易品三》）。君子如果遇到什么不顺，就一定会反

求诸己，更加注重自我修身。

总之，《白鹿洞书院揭示》提出书院教育的

根本任务，是让学生明确“义理”，并践行于身心

修养，以达到自觉遵守的最终目的。教学上要

求学生按学、问、思、辨的“为学之序”去“穷理”

“笃行”，并为学生指明了修身、处事、接物之要，

作为实际生活与思想教育的准绳，用以规范和

约束书院师生的言行举止，劝善规过，修身养

性，提升品格。

六、《白鹿洞书院揭示》的

历史影响与意义

一般认为，“书院”肇始于唐朝，至宋代大

兴，是因为科举成为利禄之门，士人趋之若鹜。

因此，一些对这种现象不满的大儒，往往于山水

之胜处，修建书舍，教授生徒，以正人心，明道

学，这样书院便开始兴盛起来。朱熹就是创建

书院的积极推动者和实践者，曾明确声称建立

书院是为了讲学传道，并不是为了科举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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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友士，相与讲学，非止

为科举计。”［1］第七册，2655 在《玉山讲义》中他又说：

“故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辑语言、造作文

辞、但为科名爵禄之计，须是格物、致知、诚意、

正心、修身，而推之以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

下，方是正当学问。”办书院是为了摆脱世俗功

利，处江湖之远，与天地自然亲近，淡泊名利，传

承和体现孔子以来“谋道不谋食”，“不义而富且

贵，于我如浮云”的优秀传统。朱熹制定《白鹿

洞书院揭示》后这样解释说：“熹窃观古昔圣贤

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

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

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

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

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

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

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

者为已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

今不复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

学之大端，条例如左，而揭之相间，诸君相与讲

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

所以戒谨恐惧者，必有严于彼者矣。其有不然，

而或出于此言之所弃，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

固不得而略也。诸君其亦念之哉！”（《朱文公文

集·白鹿洞书院揭示》）说明他是概括总结了古

代圣贤教人为学之意，即通过讲明道理，以之修

身，然后再推己及人，而不是博闻强记诗词文

章，炫耀于世，沽名钓誉，谋取利禄。他虽然设

了这些规矩，但更期待的是学子们能够明白这

些学规蕴含的道理，自觉地遵循道德律令，而不

是成为一种禁止预防的礼法工具。前者即今日

所谓“自律”，后者即今日所谓“他律”。他认为

这是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希望学子们互

相讲明遵守，戒谨恐惧，兢兢业业，学为君子，希

贤希圣，成就圣贤。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创立的书院教规和教学

模式标志着中国书院教育的成熟，是朱熹对书

院事业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白鹿洞书院揭示》

是儒家书院精神的象征，是中国书院发展史上

一个纲领性学规，也成为天下书院共同遵守的

准则。淳祐元年（1241 年），宋理宗视察太学，手

书《白鹿洞书院揭示》赐示诸生。其后，或摹写、

或刻石、或模仿，遍及全国书院及地方官学，很

快就成为南宋书院统一的教规，也是元明清各

朝书院教规的范本，为后世所效仿，并影响到各

级各类官学，成为办学的准则，明代大教育家王

阳明亦对这个教规给予了高度评价：“夫为学之

方，白鹿之规尽矣。”（《阳明全书·紫阳书院集

序》）

《白鹿洞书院揭示》还传到日本、韩国及东

南亚一带，甚至西方，誉享海外。日本儒者中江

藤树在 1648 年将自己创办的学堂更名为书院，

这是日本较早冠以书院名称的私立教育机构。

他为书院制定的《藤树规》几乎全盘照录《白鹿

洞书院揭示》。藤树书院先崇朱子学，后来转奉

阳明学并大加提倡，故有日本阳明学始祖之称，

是日本当时最优秀的一所私立书院。日本历史

上，朱子学曾被定为国学，凡是讲授朱子学的学

校都把《白鹿洞书院揭示》作为准则并在讲堂悬

挂。1853 年创办的乡学兴让馆不仅悬挂，而且

每天早晨上课前师生齐诵《白鹿洞书院揭示》。

明治维新后，兴让馆成为有学生千名的私立高

等学校，仍坚持在晨礼时齐诵《白鹿洞书院揭

示》。至今在日本与韩国的乡校，仍有悬挂和集

体吟诵《白鹿洞书院揭示》的活动。在开学典

礼、毕业典礼和校友会等各种纪念活动中，也是

先齐诵《白鹿洞书院揭示》，再开始其他活动。

据《利玛窦书信集》所记，明代传教士利玛窦在

书信中多处提到白鹿洞书院，并与时任白鹿洞

书院院长章潢结为好友：“南昌附近的庐山有一

闻名的白鹿书院（即白鹿洞书院——笔者注），

是研究人生哲学的场所。院长名章本清，为一

年高的长者。”［4］1871595 年 11 月 4 日利玛窦在信

中又写道：“上言瞿太素到处替我宣扬，尤其在

附近庐山的白鹿书院。院长是老翁章本清，在

儒者中很有地位，我想他有一千多位弟子，他们

不时聚会，他给他们致训词，指示给他们人生之

道。”［4］206

书院自产生到兴盛，主体上就是儒家经师

和大儒主持的民间私学。历史上韩国、日本、越

南受中国儒学影响，也把儒家书院学去了，而今

韩国已经把境内 9 座推广性理学的教育设施以

“韩国新儒家书院”之名进行申报并入选了世界

文化遗产名录。他们认为，这些书院推动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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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国的新儒家思想学说在韩国的发展，对韩

国的各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明确地打出

“儒家书院”的牌子，也促使我们要对书院正本

清源，明确书院的正态就是儒家书院，其他所谓

书院乃书院的异态。要办好儒家书院，朱熹的

《白鹿洞书院揭示》可以给我们提供重要的教育

思想资源，使我们能够传承中国古代书院精神，

重建现代儒家书院，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

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使命

感、社会责任感与担当意识，以儒家书院为基

地，培养儒者、君子，希贤希圣，为中国文明进

步、人类走向大同，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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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Zhu Xi’s Announce of Bailudong Academy and Its Significance

Han Xing

Abstract: When Zhu Xi was in charge of the Nankang army, he had repaired the Bailudong Academy and was
the president of the Academy. He formulated the“Announce of the Bailudong Academy”, which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teaching rules of the academy education, such as the purpose of the five religions, the order of learning, the need of
self-cultivation, doing and receiving things.As the criterion of real life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the teaching rules
point out the basic content of academy education for students, teach students how to learn poor reason, cultivate their
moral character, conduct themselves in the world and treat others, so as to regulate and restrict the words and deeds of
college teachers and students, encourage them to be good at discipline, cultivate their moral character and improve their
character. This code which is a programmatic creed i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hinese academies, has also become
a common criterion for academie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has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Chinese history at that time and
in the future, spread to Japan, South Korea, Southeast Asia and even the West.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and commentari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ource and significance of this code, which can provide educational
thought resources for today’s academies, inherit the spirit of ancient Chinese academies, and rebuild modern Confucian
academies.

Key words: Zhu Xi; Announce of Bailudong Academy; Confucian Academy; pract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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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考论及其意义

The Etiquette of Jin Dynasty and the Analysing of“Abandoning the Original Customs and
Actively Sinicizing”

Tang Qinfu

Abstract: the“national” etiquette of Jin Dynast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first, the etiquette created
by special reasons can not be included in the “minority etiquette system”; second, the original kneeling and sun
worship rites of the Nuzhen nationality are gradually approaching the Han system; third, inheriting the etiquette of the
Khitan nationality, such as cooking rice and shooting willows, which are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Han system, are
undoubtedly “minority etiquette system”. It is a normal phenomen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ritual
system that the ritual system of ethnic minorities and Han nationality blend and merge. The extinction of Jin Dynasty
has nothing to do with“abandoning the original customs and actively sinicizing”.

Key words: Jin Dynasty; national etiquette; sinic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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